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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潘 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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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 要】: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

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

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

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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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

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 1938 年 2 月 18 日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日军集

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 9000 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 5 年半之久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日

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

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持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

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由于日机的持续轰炸,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 

大面积毁坏,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 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 203 次,出动飞机 9166 架次,投弹 17812 枚,

炸毁、焚毁房屋 17452 栋、37182 间,重庆市区主要街道被炸成一片废墟[2](p94)。而在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也无法实施必要

的规划,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其他一切都置于次要的地位,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

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受到忽略,“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

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它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

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3](p514)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

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对重庆城市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也有比

较多的研究。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由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激发了重庆人民反对侵略反对轰炸的坚强决心,饱受日机轰炸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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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于战时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在客观上也加快了重庆城市发展的步伐。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重庆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 年底,国民政府移

驻重庆办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 1939 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

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城区 27 条主要街道有 19 条被炸为废墟,损毁建筑 4871 栋,炸死市民 4572 人、受伤 3637

人[4],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重庆陷入了极大的惊慌和恐怖之中。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

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 月 5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由过去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 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101 号”作战,从 5月至 9月,连续不断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

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数十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重庆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台

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日军“101 号”作战结束后的第二天便通令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城市地位

进一步提高。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

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还加速了重庆城市规模的扩张。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 187 平方里[5]。随着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纷纷集中重庆,迫切需要扩大城市空间。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实施对

大后方城市的战略轰炸,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为了减少轰炸损失,早在 1939 年 2 月初,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

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

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2 月 22 日,重庆市政府邀请各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3 月底,国民

党中央各机关又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附近 100 公里范围内,同时将川黔、成渝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 80

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

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 

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为市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而战

时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经济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又迫切需要扩大市区。1939 年 5 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

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 月 14 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

临时办事处。 

1939 年 9 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 1940 年 11 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城区

建成区范围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6]。全市面积扩展到 328 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

区面积的 3.5 倍。此外,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 1939 年被划为

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

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

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尽管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修建防空洞壕,进行

人口疏散,重庆市民仍然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据抗战胜利后重庆市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重庆大轰炸中,重庆

市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 15294 和 20908 人,共计 36202 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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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

水粪便多、老鼠多),市容卫生很差,加之防治工作落后,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使大批市民

间接致死。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

致数十人死亡[8]。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达 200 多人[9]。 

日机的轰炸,还导致大量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在此期间,重庆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大量沦陷区难民继

续向重庆集中,二是大量已经居住重庆的人口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向四周疏散,三是在雾季到来之后,又有不少疏散乡下的人口

回流市区。其中后两种流向完全是受日机轰炸的影响和制约。 

1938 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而市民自动迁乡避难者,每日数十百起”[10]。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 3

月以前,政府当局历次疏散的市民多达 16 万余人[11]。“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视疏散市民为首要,在短短的三天之内疏散

了 25 万余人[12]。加上此前疏散的 16 万,疏散总数超过 41 万,而据当年重庆市的人口统计,当年疏散后的市区人口也只有 41 万多

人[1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而流向了郊区。而据当时居住重庆的外国友人王安娜估计,疏散人口约占市区

总人口的 4/5[14](p310)。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雾季一过,疏散工作便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政府当局为避免无谓牺牲,或劝导、或强

制疏散市民,1940 年和 1941 年疏散人口均在 20 万左右[15]。 

与此同时,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迅速增加,沙磁文化区 1936 年有人口 38566 人,而到 1941 年,全区人口增加到 136719 人,

增加近10万人之多[16]。而北碚人口由1936年的32065人,增加到1940年 3月的97349人,在三年多时间内,净增人口65284人[17]。 

但是,由于不少疏散或迁建地区治安混乱、生活困难,“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免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战区涌入难

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2](p318),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因此雾季到来之后,

不少疏散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城市。日机轰炸下大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常流动,从总体上讲,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市民的负担,而且

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日机的轰炸还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孤儿,据《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

处皆是”[18],1940 年 2 月统计,孤儿人数即达二万人左右[19]。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

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

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

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

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

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20]。躲防空

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

重的后果。如 1941 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 8月 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

夜,以不到 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 10日至 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长达 96小时,市内水电皆断,

市民断炊失眠,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日机的轰炸,加剧了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引起了住房拥挤、交通瘫痪,

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

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 17452 栋,37182 间[2](p135),致使重庆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房荒”。“重庆找房子,真有意想不

到的困难,城里不谈,当然早已塞得实实足足,城外乡村之间,也是毫无隙地。„„偶然闲步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蓬草屋门

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晒晾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出重庆住的写真。”[2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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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

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21](p35),

“其外表有时甚整洁,而内部固甚薄弱”[3](p514),既不牢固安全,又无必要的生活设施。建造之时就没有作永久性打算,绝大多数房

屋结构简易,使用年限短,到抗战胜利之时,大部逐渐破损。在防空设施方面,1938 年重庆有各种防空设施容量不足 7 万人
[2](p218),1939 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民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到 1941 年统计,全市公共防空工事容量达 12.51 万

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 33.66 万人[2](p220)。据《大公报》1941 年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

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22]。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

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道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

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

一担水费相当于 1 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

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 1942 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

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 988 盏[3](p482)。在此情况下,一些路灯被毁而又必须保证夜间照明的重

要地段,不得不改用油灯补充①。 

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正如《国民公报》一篇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23],

日机的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没有使重庆人民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宗

教的热忱,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

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24]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

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竭诚报国,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工厂照常生

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在患难中,大家相互帮助,为了支援抗战、救助难民,出力唯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重庆

市民在敌机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25]。 

抗战时期在重庆经历过大轰炸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里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不能忘却的。

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

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

到一起了。”[14](p296)日本的恐怖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的互助精神”,“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万次政

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些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14](p311)。 

斯诺也曾描写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

千钧一发的逃难。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

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

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26]白修德也有同样的认识,“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

炸”[20](p262)。这些外国友人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重庆民众意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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